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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未来
———斯蒂格勒对列斐伏尔城市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发展

鲁　 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

　 　 摘　 要：通过审视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斯蒂格勒对智能技术时代都

市空间生产状况的独创性哲学概念的阐释，为诊断当下都市空间的生产特征、
权力机制及其矛盾后果提供镜鉴，亦试图激活列斐伏尔都市社会思想在全球

数码化智能化时代的价值与未来潜能。 斯蒂格勒为我们阐明了大数据的算法

治理成为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其后果将带来世界的普遍无产阶级化、身
份危机与系统化愚蠢。 斯蒂格勒的解决方案和未来理想是通过“贡献型城市

经济”以寻求去自动化的智能城市与负熵化的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智能城市

问题并非一个抽象的工程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都市社会差

异的政治实践问题。 城市生活的智能重塑，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都市新人类

的新文明实践，将城市完全变成人类集体创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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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城市哲学则是对人类迈入都市社会这样一个翻天覆

地的时代的思想操演。 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迅猛扩张与全球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飞

跃式发展，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

巨大时空变迁与日常生活结构转型，城市空间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时

代意义，它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事关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的未来，已成为哲学



理论反思的重要课题。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分

析开辟了城市空间哲学研究一股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潮流［１］，其思想在当代西

方激进左翼，诸如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保罗·维尔诺、伯纳德·斯蒂格勒

等人那里产生了诸多化合反应。 ２０２０ 年去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便是其中最著

名的人物之一，他试图发扬列斐伏尔城市空间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认为列斐伏尔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关于完全都市化的预见，如今已经从潜在的、虚拟的对象逐渐变成了无

可争议的社会现实。 斯蒂格勒基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提出智

能城市的概念，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城市化应用与发展是

智能城市成为现实的重大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批判与列斐伏尔

的城市空间哲学视野在当代智能城市问题上偶然相遇了。 简言之，列斐伏尔提出的都

市社会问题更新升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１９ 世纪提出的工业城市问题，使都市社会成为

一种研究范式，斯蒂格勒则在数码资本主义或者智能城市时代再次发现了列斐伏尔有

关完全都市化、城市信息化、城市权利等重要理论的当代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全

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总问题。 作为技术批判哲学家的斯蒂格勒，侧重于从人类身

体器官的生物进化史和外化史来理解城市智能的问题；与之不同，列斐伏尔则倾向于从

社会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角度来理解人类空间生产、栖居的意义以及差异性的都市社会。
要理解智能城市，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 本文试图通过审视当代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

斯蒂格勒对智能技术时代都市空间生产状况的独创性哲学阐释，为诊断当下都市空间

的生产特征、权力机制及其矛盾后果提供镜鉴，为展望人类未来理想的城市社会图景提

供一种可能的新视角。

一、自动化社会：智能城市的虚拟与实现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都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１９０１—１９９１）一生著述颇丰，在 １９６８—１９７４ 年间，他集中创作出版了《进入城市的权

利》（１９６８）、《都市革命》 （１９７０）、《从乡村到都市》 （１９７０）、《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
（１９７２）、《空间与政治》（即《进入城市的权利》第二卷，１９７３）以及最终的集大成者《空间

的生产》（１９７４）。 由此，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大约在同一时期共同

开创了蔚为大观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流派。 通过将批判哲学的根本问题域从宏大的社会

历史规律变迁转移到对微观日常生活与城市空间世界，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翼批判哲

学焕发出新的时代色彩。 日常生活、城市权利、都市革命、都市社会以及空间生产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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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哲学概念的创造，为我们打开了把握新时代、诊断新问题的别样天地。 如果把马克思

的著作看作是对颠倒的世界的揭露以及对矫正它所做出的尝试，那么列斐伏尔则意图

为颠覆世界的使命增加一些新的因素，那就是通过都市革命、都市社会、差异性社会空

间的生产规划补充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革命的理想［２］。 社会的完全都市化是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指示了社会向一种都市社会彻底转变的前提和可能性［２］１６７。
首先，列斐伏尔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空间中心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都市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以及《空间的生产》的深度阅读，我们可以

明确指出，列斐伏尔在他的时代已经预见到了都市社会空间中信息技术的智能化以及

智能技术的都市化、空间化。 不过由于彼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列斐伏尔没有

看到也没有对智能城市问题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系统性论述。 斯蒂格勒随后在《自动化

社会》一书中指出，列斐伏尔有关完全都市化和信息技术的都市化思想为人们进一步思

考城市智能与智能城市社会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方法论洞见和乌托邦想象。① 与西方

一些著名学者一道，斯蒂格勒认为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重点阐述的

科学技术成为固定资本与一般智力，在如今“完全自动化社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检

验［３］。 斯蒂格勒试图在 ２１ 世纪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列斐伏尔曾经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
于是，自动化社会或者智能化城市社会就成了斯蒂格勒非常急迫研究的重要社会理论

与现实问题。 在列斐伏尔的城市图绘中，完全的都市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这
个过程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市化扩展甚至会达到覆盖整个星球的程度。 在

《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将这种扩张现象概括为一个“内爆⁃外爆”（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的过程，这个过程将郊区、乡村、荒野等大片的土地空间吸纳进来，最终形成一个支撑都

市生活方式的庞大的物质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物质关系的总体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的

总体系统，形成了世界规模的都市网络（ｕｒｂａｎ ｆａｂｒｉｃ）。” ［２］１４１９７２ 年，列斐伏尔对在欧洲

刚刚出版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展开了研究，尤为关注马克思提出的工人对机

器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这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认为马克

思的巨大贡献是指出社会知识与一般智力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生产力，因此整个

社会生活已经“沦落到由知识来控制”，自动化机器已经成为“社会实践的直接的器

官” ［４］５５－５６，以至于，人类自身掌握的技术知识或者一般智力脱离人类的掌控而发展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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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对完全都市化社会的想象之外，列斐伏尔还预见到了现代科学与信息技术对整个城市空间的网络化结
构化重塑。 许多深刻而富有预见性的观点如散金碎银分布在他的著作中，例如，“我们的房屋会变成可以从各个角度
透视的，能量流以各种各样的途径使用与消耗尽：水、气、电、电话线、收音机和电视信号，如此等等。 它的不可移动的
画面将被一组完全动态的画面所取代，被一束进进出出的导管所取代……类似的观察还可以用到有关一整条街道、
一条输送导管所组成的网络上面……或者与整个城市有关。” 参看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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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内在属性了［５］９２－９３。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再加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逐渐转向了对空间本身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信息技术、电子机器以及诸种自动化设备逐

渐从工厂空间扩展到了城市街道、日常生活空间中，与城市空间融合为一体［４］。 这种融

合日益使得都市空间替代工厂空间，汇聚了“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智能化的方面” ［６］３９０。
此刻，资本主义的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自动机器” ［６］３４５。 列斐伏尔启发我们要时刻

关注智能技术城市化的现代性后果。
其次，２０ 世纪末 ２１ 世纪初，斯蒂格勒认为自动化社会的建立为智能城市的出现和

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斯蒂格勒在其刚出版的著作《自动化社会：未来的工作》中强调，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工业

革命初期由资本家管理的工厂空间的劳动生产过程内部，但是由于第三次、第四次工业

技术与电子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机器的自动化体系已经跳出工厂狭隘的劳动生产空

间而扩张到整个社会空间之中了。 在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工业

劳动技术以及生产运输的功能规划设计城市空间的，由此产生了工业化的城市革命。
斯蒂格勒认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信息技术的无限扩张，使城市被塑造成了超级工业城

市。 也就是说再将这种扩张过程定义为工业化的城市革命已经不能解释我们遭遇的问

题了。 因为它已经向我们显现出新的景观，即由完全自动化的超工业强力带来的智能

城市革命。 那么这种城市空间的性质到底如何呢？ 实际上，列斐伏尔与斯蒂格勒都反

对将如今的城市空间看作是某种纯粹量化或者技术化的企业主义单元，这就与奈格里、
维尔诺等人的观点区别开来了，在后者那里，城市只不过是技术性的后福特主义劳动组

织统治方式的完全自动化想象，它代表着整个未来社会的基本空间形态。 不过斯蒂格

勒批判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后者的洞见仍旧局限在福特－凯恩斯式的组织化资本主

义之中。
若想要理解何谓自动化社会，我们必须回顾下福柯与德勒兹对于当今社会性质的

判断。 众所周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由人口的空

间分配技术建构的规训社会，随后吉尔·德勒兹在《关于控制社会》一文中提出，当代大

都市因为计算机的普遍发展而正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转变。 他认为权力不再是通过

某种规训装置来运行，而是通过可被控制的计算机网络来运行［７］。 控制社会不再是固

定的空间类型，而是一种液态的、流动性的空间，或者更像是“智能空间” ［８］６８－６９。
肯定了德勒兹的重要判断之后，斯蒂格勒就抛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他看来，从

１９９３ 年以来，全球技术网络体系与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具有流动性、数
字化特征的所谓“第三持存”构成了斯蒂格勒提出的自动化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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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自动化社会呢？ 简言之，自动化社会的实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大数

据以及算法治理实现的电子网络基础设施向整个社会空间的扩张，“通过完全集成化的

物联网、超控环境以及各种智能化的传感器的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地球周围环境、城市

空间与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完全自动化的社会已经成为现实” ［３］１０８。 仔细审视不难

发现，斯蒂格勒提出“自动化的社会”并非纯粹理论推演或者乌托邦空想，其现实条件正

是得益于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 “随着互联网 ＩＰｖ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６）协议的全球普及，网线将被更深地嵌入到物联网中，它将构

成‘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迅速成为普遍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数字集成

将使所有经济部门的自动化普遍化。” ［３］９３－９４在智能化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表现出了更

加“智能化体系化无限完美化”的观念。
最后，从虚拟到现实的转换：智能城市时代来临了。 无独有偶，法国速度政治哲学

家、城市理论家维希留也提出了智能化的城市群岛概念，他认为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世界

化的远程在场社会，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智能住宅与数据的远程遥控，从而远程通信的线

上城市化替代了地方性的线下空间城市化［９］。 与维希留略有不同的是，斯蒂格勒紧紧

抓住马克思在《大纲》中所说的科学知识为资本服务的普遍智能化的趋势，总结了智能

城市的基本内涵，即智能城市是基于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所谓的高效率的大

数据收集与分析，线上线下联动的即时算法治理，从而达到塑造甚至提前干预城市的空

间组织和发展的城市新形态：智能城市的隐匿技术“把自己编织成日常生活的结构，直
到二者难以区分开来。 计算机化的城市化是由大型设备制造公司推动的，这些公司共

同设计新的基础设施，并在城市区域内进行建设、维护与管理。 因此，算法治理将在区

域范围内以系统的方式在各个空间和时间层次上加以开发和管理” ［３］１０４。
斯蒂格勒借用洛特卡的人类器官体外化思想反对当下城市化的技术化数码化控制

趋势，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的谱系学溯源，指出智能城市

是自动化社会的缩影，是在外在化器官的进化动力机制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类智力与

器官的工具化外在化（ｅｘｏｓｏｍａｔｉｃ）的有机体。 但是，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数码算法的

全球空间尺度的技术覆盖与垄断，并没有服务于人类的居住，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新的

控制与统治的工具与手段。 斯蒂格勒认为这种情境是不可持续的，技术主义的城市建

设思路必将导致更大的失败。 于是斯蒂格勒抛出了其根本的批判性立场：资本主义的

政治统治被所谓智能城市的营销策略掩盖了，智能城市空间生产与操纵的机制是“电子

利维坦”式的算法治理。 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奈格里那里可以得到

互证：奈格里认为“智能城市”和“智能社会”是纯粹的迷信，一方面，它是休闲阶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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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构造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被它重塑为巨大的资本主义平台［８］。

二、算法治理：智能城市时代空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

斯蒂格勒对列斐伏尔的城规主义批判尤为欣赏，他试图重新利用列斐伏尔《城市权

利》《都市革命》与《空间的生产》等著作中的重要思想，整合维纳的控制论，香农的信息

论以及海德格尔、西蒙栋、福柯、德勒兹等人的技术批判论述，揭示并批判作为固定资本

的技术知识在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对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政治统治问

题。 在列斐伏尔城规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斯蒂格勒提出算法治理是智能城市时代的空

间生产的权力技术机制。① 算法治理最初是由托马斯·伯恩斯（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ｎｓ）与安托

瓦内特·罗夫洛伊（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Ｒｏｕｖｒｏｙ）阐释的一种技术乌托邦理想。 毫无疑问，他们二

人论述的主要核心概念取自于福柯（治理与真理制度）、西蒙栋（个体化、跨个体化以及

分离）、德勒兹（块茎）以及瓜塔里（机器无意识）。 不过斯蒂格勒认为，务必要将这一重

要概念置入数码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中进行重构和创造性阐释［３］。
那么智能城市的算法治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机制进行操作的呢？ 在回答这一问

题之前，斯蒂格勒首先对福柯所说的“治理”概念与算法治理进行了区分。 福柯从生物

政治学和治理学的概念出发阐释了权力问题：规训技术旨在“控制社会主体的最优元

素，通过它我们到达社会的原子，也就是个人”，生命政治的目标是人口而不是个人，其
宗旨是“利用这些人口作为生产机器” ［３］１０９。 而算法治理实际上避开了主体，在此福柯

式的控制个人的技术不再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专门用于捕获数据的社交网络自动化操

作和统计。 算法治理抹掉了主体，因为它关注的是关系，它是一种关系型的治理，它预

先消除了个体化与集体化的差异性。
第一，数码资本主义与城市数字经济试图将一切都还原为数字，算法治理在大数

据、高性能计算以及各种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普

遍信息化、网络化与自动化发展，一切都变成了数字，时间与空间都被数字化了，康德所

谓的人类知性已经变成了自动化算法分析的权力，此种权力通过传感器以及网络驱动

器根据形式化的指令进行操作，而现实的城市空间真正成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数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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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城市数字经济就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私人数据、标记以及其他跟踪技术的基础之上。
由此，智能城市时代，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能够产生痕迹，所有的痕迹都成了计算的对象。
在发展“开放数据”的背景下，拥有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人们居住的所有空间都

变成了数字区域。 城市数字经济的算法运行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各大资本主义平

台大规模收集未被分类的由用户产生的网络数据，建构可计算的数据库；二是通过接近

光速的高效率的自动化计算与数据挖掘，提取这些数据个体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形成一

种所谓的绝对客观的知识，从而摆脱偶然性与主观性；三是运用这些互联网物联网的数

据流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３］。 例如，可以使用城市区域的智能设备预测城市居民、生
产者、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流动、活动等，从而改变当地城市的区域动态，这就是所谓智能

城市［１０］。 在这一点上，奈格里似乎与斯蒂格勒达成了共识，他认为智能城市假设一切都

可以通过实证主义的方式去认识和占有，所有的城市关系都可以由理性或者数据信息

控制手段来建设和塑造。
第二，在数码资本主义与智能城市空间中，空间隔离与驱逐的逻辑变得更加灵活，

具有虚拟性、实时性与匿名性。 列斐伏尔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强调，由于土地的

私有制垄断和都市中心化，穷人、无产者、边缘人都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租金被直接或

者间接地赶到了城市的边缘贫民窟。 所谓智能不过是控制系统，“控制城市中发展的劳

动力，控制社会剥削所必需的劳动力，控制暴力以确保社会的有序进程” ［８］１４９。 斯蒂格

勒认为，大数据与算法治理核心机制就在于将一切人群、城市空间、物质活动与社会关

系都同质化为可计算的数字，然后通过嵌入在城市物理空间的诸种智能设备来完成精

准的预测与自动化干预。 与此同时，它也不断规避、消除无法数字化系统化自动化的

“歧义”（ｄｉｓ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于是形成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数码真理与规范：“算法治理呈现出一

种总和的形式，从这种形式中消除了创造未来的任何形式的力量、‘他性’（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的
任何维度，以及任何虚拟性。 使失误失效，消除了世界内部可能出现中断、陷入危机的

力量的可能性。” ［３］１２０总而言之，无法被算法治理与数字化的人或者空间都被排除在自

动化社会之外，对城市空间的治理使得广阔的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都被殖民化了，这种

殖民化正是通过算法治理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空间的数字化发展，从所谓的智能城

市渗透到“家庭空间的自动化管理”和社会环境的计算达到的，因此导致了斯蒂格勒所

说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短路与跨个体化的毁灭［３］。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与远

程登录技术的发展，空间隔离问题与不平衡发展的危机加速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瞬间流

动，全球区域发展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因世界性的智能数码经济而不断重构，形成了世

界性的超级网络社会，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垄断与理论化的智力智能的普遍的无产阶

９９第 ２ 期 鲁　 宝：自动化社会与智能城市的未来



级化，这既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与灾难的诱因又是其结果。
第三，世界的普遍无产阶级化与身份危机。 谁才是城市社会的真正建设者和使用

者呢？ 列斐伏尔认为是用户，然而智能人则成为了城市知识的支配者。 １９７１ 年列斐伏

尔出版了超前、深奥而又带有卡夫卡式讽刺意味的著作《诌论智能人》（Ｖｅｒｓ ｌｅ ｃｙｂｅｒｎａｎ⁃
ｔｈｒｏｐｅ），他认为智能人是反人道主义的化身，是一个备受诟病的人机结合物（ｍａｎ ｃｕｍ
ｍａｃｈｉｎｅ），是装载有调节装置并沉迷于信息系统的官僚，他拥有科学理性，拥有分辨与控

制能力。 智能在思想和行动上取消了人文主义，抹除了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幻想［１１］。 在

斯蒂格勒看来科学知识的外化与固定资本化过程意味着无产阶级知识的丧失的过程。
数码资本主义时代，完全自动化的技术已经不再需要工人去工作，同时普遍化的自动化

导致了人类大脑的去价值化，即大脑的报废，进而导致专业化分工知识的终结，于是产

生了系统化愚蠢（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 这种由数据经济决定的生产过程逐渐覆盖世界

的主要地域空间，从而形成了世界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化。 甚至，数码资本主义与大数

据算法形成了一个“电子利维坦”（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３］２３３，它负责自动化社会的运营

和监管，无产阶级不再是劳动生产实践的主体和社会权利行使的主体了，一切的工作知

识、生活知识与理论知识都被转变成没有主体参与决策的机器的自动化运转，导致了更

加严重的身份危机［３］。

三、去自动化的智能城市与负熵化的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格勒通过智能城市技术哲学批判这个总问题，激活了

列斐伏尔 ２０ 世纪阐述的完全都市化的社会、空间生产、城市权利等理论的潜能，发扬了

其当代价值。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差异，列斐伏尔自始至终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精神，通过持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升级

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试图建立或展望一种消除同质化抽象空间统治的差异性

社会主义理想空间。 而斯蒂格勒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借助马克思、
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人类生物学的工具进化史或者说是人类器官不断外化的历史，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理解为技术不断熵化的历史。 斯蒂格勒的未来社会理想是建构一种

去自动化、反对计算主义的逆熵化的社会形态。
借助勒鲁瓦⁃古兰的技术人类学外在化思想，斯蒂格勒认为数码资本主义与算法治

理霸权性地服务于一种超级中心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加速了消费主义对世界破坏的节

奏，认为这是人类存在的语法化、程序化，是基于计算机化程序将日常生活节奏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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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被管理的自动化社会节奏［３］。 同时这也是全球性的高速、大规模的毁灭过程，自

动化与数据化的控制建立了一种结构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熵（ｅｎｔｒｏｐｉｃ）的剧增［１２］。 所谓

“熵增”即是指数字资本主义的自动化社会不断加速，它必然会破坏社会生活与生命的

有机组织，并且导致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与知识丧失，以至于无产阶级成为机器编码程序

中的重复性系统性操作的数字符码，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与认知都不再是真实的

而成为了大数据算法程序生产出来的标准模式和数码拟像，这便是不断熵化的人类纪。

而斯蒂格勒力图寻求一种去自动化负熵化的逆人类纪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去自动化的城市创造，才可能发明新的城市知识，这种知识将城市理解为

人类智能的集体化的体外化器官，实现“智能基建” ［１３］，重塑城市并使其适宜人类居住。

斯蒂格勒最后给出了他的规划：通过城市智能中涌现的贡献型城市经济，充分利用数据

化的共享进行反熵化的斗争，以智能化的公有制的共享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

动化技术，重新夺回居民对城市的权利，将城市变成集体创造的作品与自治区域［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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